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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索 

———以《浮生六记》英译为例

赵永湘，张冬梅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速，翻译的跨文化传播重要性愈发突显。基于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学
经典５Ｗ传播模式，以林语堂和ＳｈｉｒｌｅｙＭ．Ｂｌａｃｋ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尝试在传播学视域下构建以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
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的译介模式，探讨中国文化如何更为有效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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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
的高度，翻译则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

一。中译外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与

世界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

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１］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化

传播出去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文化译介，

“译”即翻译，“介”即介绍、传播，译介活动从本质

上看是传播行为。换言之，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

播的一部分，在它之前还有选择译什么的问题，在

它之后还有“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２］

　　一　传播学理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
模式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但要重视翻译，更要重
视传播，否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美国学者哈罗

德·拉斯韦尔是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著有《社

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提出了传播学经典的

５Ｗ传播模式，即：谁（Ｗｈｏ）、说什么（ＳａｙＷｈａｔ）、通
过何种渠道 （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对谁说 （ｔｏ
Ｗｈｏｍ）、有何效果（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Ｅｆｆｅｃｔ）。“谁”就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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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者，负责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说什么”是指

传播的内容；“渠道”是信息传递的手段和途径，如

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对谁”指传播行为

的接受者和目的地；“效果”指传播受众对传播内容

的接受情况，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

尺。［３］拉斯韦尔５Ｗ传播模式明确了传播学的基本
内容，是传播学理论经典，极具影响力。

传播学理论认为，任何信息交流都是传播，因

此翻译也是一种传播行为，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

信息传播。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

在其著作中就曾指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

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４］中国

学者吕俊也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过

程，其本质是传播。［５］因此，以拉斯韦尔５Ｗ理论为
基础，建构中国文化传播的译介模式，同样也包含

五大要素，依次为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

译介受众、译介效果。此五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在中国文化译介的过程中应该整体、系统、全面

考虑，为中国文化真正有效“走出去”开拓一条新

路子。

本文从林语堂、ＳｈｉｒｌｅｙＭ．Ｂｌａｃｋ两位译者对
《浮生六记》的译介着手，尝试从传播学视域探讨中

国文化有效“走出去”之译介模式。

　　二　《浮生六记》译介研究

《浮生六记》是清朝“文学爱好者”沈复著于嘉

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年）的自传体散文，题材广泛，涉及
婚姻生活、家庭变故、闲情异趣、山水游记等，表达

了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性格气质和美

学趣味。［６］其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使之在中国文学

和翻译文学中具有特殊地位，中文版本就有 １２２
种，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其中英文译本有３
本，分别是林语堂翻译的 Ｓｉｘ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ｏｆａ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ＳｈｉｒｌｅｙＭ．Ｂｌａｃｋ翻译的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ａＦｌｏａｔ
ｉｎｇＬｉｆｅ：Ｔｈｅ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ｒｔｉｓｔ以及
Ｐｒａｔｔ，Ｌｅｏｎａｒｄ和ＳｕＨｕｉ，Ｃｈｉａｎｇ（白伦、江素惠）翻
译的 Ｓｉｘ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ａ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Ｌｉｆｅ。下面以林语堂
和ＳｈｉｒｌｅｙＭ．Ｂｌａｃｋ的英译为例，从传播学５Ｗ视角
分析中国文化如何更为有效的对外传播。

１．译介主体。译介主体，简单说就是翻译者和
传播者，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居于首要位置，翻译

什么、怎么翻译，都取决于译介主体。译者对跨文

化信息交流所起的作用，钱钟书用“媒”和“诱”二

字概括之。他认为，翻译是个居间者和联络员，介

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

品，仿佛做媒似的关系。［７］同时，不同译者往往代表

不同文化立场。面对中西文化差异，中西译者持不

同文化态度，或偏向原语文化，以原语文化为归宿，

保留原语文化的特色和风貌，带领读者向原语文化

靠拢；或偏向译入语文化，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使

译文主动靠近译入语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原语

文化，从而减少目标读者的阅读障碍。

林语堂先生是我国享誉国内外的翻译家、学

者、作家，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

家，一生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有“二

十世纪智慧人物”之美誉。他不仅通过翻译孔孟老

庄学说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

作品将中国传统文化推介海外，还直接用英文书写

《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以及《孔

子的智慧》等著作。其中，《生活的艺术》非常受欢

迎，在美国重印４０次，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欧
美各阶层的“枕边书”。林语堂先生推崇“性灵”学

说，喜爱闲适的生活方式，《浮生六记》所蕴含的人

生态度与美学取向与林语堂先生的人生哲学不谋

而合，于是催生了《浮生六记》最早的英译本。在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汉英对照绘图
本的“译者序”中，林语堂如是说：“芸，我想，是中

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还猜想“在苏州家藏

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在其“后记”当中仍

不忘表达其对此书的热爱：“素好《浮生六记》，发

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

生活”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眷恋跃然纸上。

作为译介主体，不论从语言涵养、文化积淀还是文

化身份角度看，林语堂都是翻译《浮生六记》的最佳

人选之一。

ＳｈｉｒｌｅｙＭ．Ｂｌａｃｋ是 ２０世纪英国汉学家，曾居
住于美国洛杉矶，参与编辑一部中英词典以及两本

供英文读者学习中文的书籍。其译本在１９６０年由
国际著名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伦敦、纽

约和多伦多三大国际著名城市同时发行。从心理

学角度看，译介主体如果有目标语读者“自己人”，

即目标语本土译者或出版发行机构参与翻译出版，

译介的作品更容易为其信赖和接受。［８］从这个意义

上讲，西方汉学家似乎更有优势。懂中文，更熟悉

西方读者阅读口味，加上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西方世

界的权威性和市场号召力，布莱克译本极具竞

争力。

在与中国外文局黄友义的访谈过程中，鲍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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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译介主体的问题，即哪种

译者更能胜任中译外，到底是中国本土译者，还是

西方汉学家？黄友义认为，“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

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９］究其原因，一是因为

翻译的不仅是语言，更是文化。中国本土译者深谙

中国文化，西方汉学家语言更地道更接近读者口

味，两者结合才能给译语读者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

文化体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

便是中外合作的典范。译介中国文化较为成功的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们的妻

子都是中国人。原因之二，国外汉学家在了解海外

读者阅读口味与需求、沟通国际出版机构与新闻媒

体方面更胜一筹，在传播效果上更能助中国文化

“走出去”一臂之力。因此，中外译介主体合作在中

国文化有效译介的道路上十分必要。

２．译介内容。译介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
可以是反应某个时期现实社会的文学，可以是介绍

普通百姓如何生活的文学，也可以是优秀古典文

学，政、经、法的介绍等等。但是不变的是其应代表

本族文化身份，同时又符合受众主流意识形态、世

界观和价值观。我们国家引进来的图书普遍具有

自身民族性及全球化视野，所传递的情感在国人心

中能找到共鸣。同理，“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也应该

能够从内容、情感和审美征服西方读者。就本文而

言，译介内容就是指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浮生六记》中

提到了很多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通过形式多样的

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产生了深远

影响。尤其是盛唐时期，中国国富力强，文化繁荣，

各国主动上门取经。而现在，我们的文化“走出去”

处于被动状态，因此，我们创造条件主动走出去。

鲁迅曾说，他们不来拿，我们就送过去，季羡林也曾

说，我们要采取“送去主义”。一些文化中心主义国

家和地区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排斥“他者”文化，

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甚至曲解；另一方面，随着中

国国力增强，他们又渴望了解中国。因此，选择何

种译介内容、如何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

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课题。

《浮生六记》原著共六卷，不论是“闺房记乐”

“闲情记趣”“坎坷记愁”，还是“浪游记快”“中山记

历”“养生记道”，无不飘溢着中国文化之芬芳。

１８７７年初次出版之际，最后两卷遗失。经过深入对
比研究，中西两位译者对译介内容的处理大不不

同。林语堂按照原文结构逐一翻译成六卷，对遗失

的最后两卷附上“ｍｉｓｓｉｎｇ”一词进行说明。具体的
语言处理上，林译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

译方法。相反，布莱克在结构和内容上皆有不同程

度的变动，通过改写、编辑、删减等方法，将译者的

主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构上，他打破原作顺

序，重新组织，将整本书分成三大部分，一共十二章

节；内容上，有关中国传统食物、沈复夫妇山水游

记、园艺及寺庙等描述有意略去不译。结果就是，

布莱克的译本完全将读者挡在了《浮生六记》的真

实面目之外。在他的书中，布莱克如是说：

Ｉｈａｖｅｏｍｉｔｔｅｄｍａｎｙ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
ｐａｒ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ｓｉｔｓｔｏｔｅ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ｓｃｅｎｉｃ
ｐｌａ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ｒａｔｈｅｒａｌｉｋｅ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ｍｅａｎ
ｍｕｃｈｔｏｔｈｅｒｅａｄｅｒｕｎ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
ｐｌａｃ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Ｓｏ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ｂｏｔａｎｙＩ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ｌｅｆｔｏｕｔ，ａｓＩｆｅｌｔ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ｏｆｔｏ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ａｔｕｒｅｔｏｂ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Ｉｈａｖｅ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ｉｎｔｏａｌｅｓｓ
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ｄｅｒ．［１０］

在布莱克眼中，这些寺庙和风景都是一样（ａ
ｌｉｋｅ），没有意义（ｎｏｔｍｅａｎｍｕｃｈ）。尽管前三卷被
视为整本书的核心，第四卷“浪游记快”不论从篇幅

还是意义上都不可或缺。山水游记是沈复夫妇生

活当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凸显了夫妻二人人生态度

及审美取向。省去游记不译，布莱克却偏偏选取了

沈复造访妓院的部分，取舍之间，无形中削弱、扭曲

了人物形象。

两个译本在具体的语言处理上也极为不同，首

先体现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文化负载词通常代

表了一国文化之个性，翻译时要求译者既忠实传达

本国文化，又能符合译语读者期待。在翻译文化负

载词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出

现词汇空缺的情况，即一种语言中的表达在另一种

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比如，“乌龙茶”（Ｗｕｌｏｎｇ
Ｔｅａ）“功夫”（Ｋｏｎｇｆｕ）“长袍”（ｃｈａｎｇｐａｏ）“马褂”
（ｍａｇｕａ）“中山装”（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ｃｌｏｔｈｅｓ）属于典型的
东方文化，而“热狗”（ｈｏｔｄｏｇ）“汽车旅馆”（ｍｏｔｅｌ）
“燕尾服”（ｓｗａｌｌｏｗｔａｉｌ）“牛仔”（ｃｏｗｂｏｙｊｅａｎｓ）显然
印上西方文化的色彩，两者在对方语言中都没有对

应表达。毛卫强认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应以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侧重便于传播中国文化的

‘异化’策略。”［１１］对于书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的翻

译，林语堂取异化为主策略，以此向西方读者展示

东方文化，布莱克取归化为主策略，使译文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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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读者。如文中出现的“馄饨”“琵琶”和 “马

褂”是中国特有，林语堂没有硬生生的用英语文化

当中并不存在的替代词，而是直接用汉语拼音

ｗｏｎｔｏｎ，ｐ’ｉｐ’ａ，ｍａｋｕａ，布莱克则翻译成“ｄｕｍｐｌｉｎｇ”
“ｇｕｉｔａｒ”ａｎｄ“ａｓｈｏｒｔｊａｃｋｅｔ”。［１１］显然，“馄饨”并
非“ｄｕｍｐｌｉｎｇｓ”，“琵琶”也不是西方的“ｇｕｉｔａｒ”，“马
褂”与“ａｓｈｏｒｔｊａｃｋｅｔ”相去甚远，这些归化了的翻
译根本无从表达原语文化。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

译，音译法是有效的译介方法之一 。文化转向学

派代表人勒菲弗尔（Ｌｅｆｅｖｅｒｅ）也赞同翻译过程中直
接引用异质文化语言以丰富译入语的作法。［１２］

其次，有关道德观念的解读，林语堂和布莱克

反差非常之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性话题一直是一

个禁区。与此相反的是，西方相对开放，文学作品

中对于情爱的大胆描写不在少数。《浮生六记》中，

沈复描绘有关夫妻恩爱的画面的时候委婉曲折，颇

具东方含蓄朦胧之美。林语堂和布莱克对此的翻

译截然相反，比如对“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中“恋

其卧”“摸索”“前日闻若婿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

中”中的“饮”的翻译，林语堂依次译为：“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
ｗａｎｔｅｄｈｅｒｔｏｌｉｅｉｎｂｅｄ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
ｃａｒｅｓｓｉｎｇ”“ｄｒｉｎｋｉｎｇ”，布莱克简单的译成“ｗａｎｔｅｄｔｏ
ｍａｋｅｌｏｖｅｔｏｈｅｒ”“ｌｏｖｅｍａｋｉｎｇ”“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ｌｏｖｅ”，将一个羞于谈论性的古代中国学者
及其夫人转变成行为开放的西方人。林语堂则深

谙东方人对于性的含蓄和保守，最大程度的保持了

原作的风貌。

尽管林语堂译本并非完美，但有一点值得肯

定，那就是林译本忠实传达了原作的风貌，很好地

表达了中国文化，可读性也非常高。通过林译本，

西方读者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以及中

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布莱克对文化内涵的忽

视、任意删减内容、逻辑顺序的随意改变，反映了他

对原语作者及原语文化的不忠及藐视。从“信”的

角度，林译本更胜一筹，忠实的表达，才是文化走出

去的第一步。

３．译介途径。译介途径，或译介渠道，是传播
行为得以实现的方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首要途

径当属发行与出版，其次是海外各类媒体如报纸、

书刊、广播、电视等对作品的宣传造势。［１３］纵观我

国“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项目，其海外发行

效果并不理想，［１４］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项目基本没

有选择和英美出版社合作。中国文化译介途径面

临两难：仅靠自己，国内出版机构的海外影响力不

够；靠他人，一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译介有他们

的眼光，难以做到全面、公正、深刻，中国文化的弘

扬丧失自主权；二是西方市场不可能大量出版我们

的作品。１９３６年林语堂先生将《浮生六记》翻译成
英文，分期连载于《天下》及《西风》两个英文月刊，

成为《浮生六记》最早的英译本，而后又发行了汉英

对照单行本，取得不错的效果。牛津大学出版社档

案管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ｗ博士在其电子邮件中提到，布莱克
翻译的《浮生六记》在１９５８年通过美国克莱蒙特学
院研究生院的ＬｅＲｏｙＤａｖｉｄｓｏ教授转交给牛津大学
出版社，并在１９６０年发行出版，在伦敦、纽约和多
伦多三大国际城市同时发行。其译介效果在本文

后面会谈到。黄友义认为最好的译介途径就是“中

外合作，比如联合出版、版权转让等形式”。［９］当前

形势下，我们要不断拓展译介途径，使中国文化在

国际上的影响更为深远。

４．译介受众。译介受众是译介活动的接受者、
目的地和反馈者，大致包括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

他们需要什么，有什么阅读偏好，都需要考虑。考

察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如何，首先要明确目标读

者，切实把握受众的阅读动机与心理需求，及时把

握并调整译介内容与翻译策略，满足其内在需求。

通过分析林译本和布莱克译本，林译本更多的是采

取异化策略，将中国文化原汁原味的展现在读者眼

前，需要读者更高的中文水平和更深的中国文化积

淀。而布莱克则多用归化策略，用西方读者容易接

受的语言和视角描述中国故事。译介过程中，只有

译介内容在译介受众中得到传播才最终实现译介

目的。读者群在哪里，读者群需要什么，这是中国

文化“走出去”需要把握的问题。中国文化在译介

受众当中的接受情况，也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译介

效果，是检验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否成功的重要衡

量标准。

５．译介效果。翻译出来的东西，在译入语世界
接受程度及反响怎么样，能为读者带来什么，也就

是译介效果问题。效果好不好，最简单的就是看购

买率和读者评论。上文提到，布莱克译本由牛津大

学出版社出版，在三大国际城市发行，因此也取得

了非常大的反响。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非常赞赏

布莱克译本，称其是“ａｗｏｒｋｏｆ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ｖｉｖｉｄａｎｄ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ｗｉｔｈ］ｒｅ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ａｐ
ｐｅａｌ．”此书非常受欢迎，于１９６６年绝版（Ｔｈｅｂｏｏｋ
ｐｒｏｖｅｄｖｅ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ａｎｄｗｅｎｔｏｕｔｏｆｐｒｉｎｔｉｎ１９６６）。
译介效果是前四个因素的综合考量，只有全面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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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传播规律，才可取得理想译介效果。我国推出

的“大中华文库”在国外虽然引起了不小关注，其大

量发行似乎还是在国内市场。如果要在国际上取

得比较好的效果，下一步还是要请中西译介主体对

译介内容进行修订，并且寻找国外译介途径进行发

行和宣传。

　　三　《浮生六记》英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启示

　　本土译者和西方汉学家，谁是更适合的译介主
体？翻译策略是偏向归化还是异化？通过运用５Ｗ
译介模式对林语堂、布莱克二人翻译的《浮生六记》

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合异化归化为一体，异化为主，归化为

辅。不可否认，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能够满足不

同类型读者之需，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都起着重要

作用。林语堂、布莱克这两个不同策略取向的译本

表明，布莱克主张归化，用西方形象替代中国文化，

将中国文化隐形，但是对于目标读者来说更容易理

解和接受；林语堂主张异化，最大程度保留了中国

文化。但是过分异化，会影响广大西方读者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和接受问题。如果翻译过去的中国文

化不能为西方读者接受，“走出去”也只是一种口

号。因此，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必须要合异化

归化之力，异化为主，适度归化，既最大程度地传递

中国文化，又满足译介受众的阅读需要，在译语世

界取得良好译介效果。

第二，加强中外合作。首先是加强译介主体的

合作，即中国翻译家与西方汉学家的合作。中国文

化走出去既要靠中国自己的翻译家，也需要依靠国

外资深的汉学家。西方汉学家更清楚译介受众的

立场和需求，而且更具有市场号召力；其次，加强译

介途径的合作。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出版宣传，一方

面要争取合作，即国内出版社“采取联合出版、版权

转让等形式与国外出版社合作”，［９］走进更大的国

外市场，争取更好的译介效果，使中国文化切实走

出国门、深入译介受众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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